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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省委組織部部長在中共幹部體制與央地關係中均扮演著重要角色，但

這一群體尚未引起學界的關注。本文以中共省委組織部部長為研究對象，

試圖在釐清這一職務重要性的基礎上，探討省組織部長的選任模式，尤其

關注其本地化程度與任職經歷。

本文建立了 1992∼2021年期間 218位省組織部長的履歷資料庫，我
們發現過去 30年間省組織部長呈現「改土歸流」與「精細培養」的趨勢。
「改土歸流」是指省組織部長的本地化程度越來越低，本地幹部凋零，外

來幹部興起。在「改土歸流」的大趨勢下，我們發現一種本文稱之為「抽

離 -嵌入」的任職模式正在日漸流行。「精細培養」指省組織部長履歷中
組織培養的痕跡加重，這表現為幹部仕途起點越來越高、地方主政經歷增

加、跨省交流頻率變高三個趨勢並行。本文認為「改土歸流」是中央加強

對地方的控制的結果，也與中共幹部管理制度進一步完善有關，而「精細

培養」既是中共幹部培養制度的產物，也是中共政治菁英高學歷化的必然

結果。

關鍵詞：中共組織部、組織部長、中共政治菁英、地方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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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組織部是中共最重要的職能機構之一，在「黨管幹部」原則之下，黨政領導幹

部的選拔任用工作歸組織部管理，因此黨內有「組織部負責戴帽子，紀委負責摘帽

子」的說法。「戴帽子」權責重大，故組織部被視為體制內的實權部門，組織部部

長亦被稱為「官中的官」，不僅位高，
1

１而且權重，是名符其實的中共政治菁英。

本文以中共省委組織部部長（以下簡稱：省組織部長）為研究對象，試圖在釐

清這一職務重要性的基礎上，探討省組織部長的選任模式。本文透過考察省組織部

長的空間流動以及仕途發展對這一群體的選任模式進行描述。在空間流動部分，我

們尤其關注省組織部長的本地化程度，並將其置於央地關係的脈絡下進行審視；就

仕途發展而言，我們尤其關注第一份工作、跨省交流以及主政一方的任職經歷。

本文建立了 1992∼2021年期間 218位省組織部長的履歷資料庫，透過對比江
澤民時期、胡錦濤時期以及習近平時期的省組織部長，我們發現省組織部長呈現

「改土歸流」與「精細培養」的特徵。「改土歸流」是指省組織部長的本地化程度

越來越低，土生土長的「土官」逐漸被中央指派的「流官」所取代。「精細培養」

指省組織部長的履歷中組織培養痕跡加重，這表現為雖然幹部仕途起點越來越高，

但主政一方工作經歷卻不減反增，跨省交流的頻率也明顯增多。

本文對話或補充的文獻主要有兩類，一是地方領導幹部的空間流動的相關研

究，包括衍生的本地幹部、外來幹部的討論；二是中共政治菁英的仕途發展的相關

文獻。

目前已有不少關於地方領導幹部空間流動的研究，較早期，學者關注的是官

員在不同省分之間的交流及其影響。例如，一些學者基於 1978∼2005 省長、省
委書記數據，發現 1992年之後跨省交流變得頻繁，一些經濟落後省分的黨政一把
手大多是其他省分調入，東部地區幹部交流到西部任職的情況越來越多，並且發

現省長交流有助於流入地的經濟增長（徐現祥、王賢彬、舒元 2007; 張軍、高遠 
2007）。近年來，周雪光提出「層級分流」模式描述地方官員的空間流動，並進行
了實證考察。他提出大部分官員只會在該行政區域內部固守或流動，只有最高級別

機構與強勢「條」上的部門的官員較有機會跨地區流動，並用某省的市、縣、區官

註１	  組織部部長往往高配半級，例如中組部部長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級別為副國級；省委組織部部
長為省委常委，級別為副省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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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人事流動經驗資料對其進行了驗證（周雪光 2016; 周雪光等人 2018）。
與空間流動相關的議題是地方幹部的本地化或異地化，楊竺松、張君憶與胡鞍

鋼（2017）透過對省委常委前一份工作所在地的考察，發現 1983∼2012年期間，
從中央下派和外省調入的省委常委越來越多。曾慶捷（2015）用了更細緻的方式考
察了省級幹部的異地化，他透過比較官員在本地任職和外地任職孰長孰短來區別本

地、外來幹部，發現省委常委中外來幹部不斷增加，並且發現這一比例的增加對反

腐執法力度沒有影響。

本文對這一類文獻的補充在於，首先，我們發現，幹部跨省分任職時存在一種

「抽離 -嵌入」任職模式，這種旨在斬斷幹部與原有省分的聯繫、加強中央對地方
控制的任職模式正不斷增多；其次，我們對地方幹部的本地化程度進行了更細緻的

編碼，我們計算了省組織部長在本省、外省的任職時長，這較之僅看前一份工作來

源更加嚴謹。

本文補充的第二類文獻是中共政治菁英仕途發展的相關研究，在早期，中共

政治菁英研究中最常見的研究對象是中央委員會成員以及省級黨政主官（Li and 
White 1998; Li and White 2003; Bo 1996; Landry 2003），這些研究對這些政治菁英
仕途發展缺少細緻的勾勒。近年來，越來越多學者將對中共菁英次級團體的仕途發

展進行了細緻的考察。例如黃信豪、劉明浩（2015）對副部級央企領導人的考察
就包括任前的職務經歷與任後「轉任」情況，此外，研究不僅關注傳統的「紅」與

「專」的特徵，還對其「央企體系內」、「國務院專業管理部門」、「地方黨政領

導資歷」等資歷進行了考察；Leutert（2018）對胡錦濤時期央企領導的政治流動進
行考察，發現多數國企領導缺少國企之外的任職經歷，並指出央企職務往往是通往

退休的單行道，而非晉升旋轉門。這一類次團體的研究為我們了解中共幹部體制以

及中共治理邏輯提供了新的知識，本文對省組織部長的考察亦是希望在這一方面有

所貢獻。

本文的各章節安排如下：除本節之外，第二節基於組織部的職能與省組織部長

的重要性，探討省組織部長的選任模式與可能的影響因素；第三節介紹本文的研究

方法，包括對本文資料庫的介紹、本地化程度與組織培養程度的操作化，包括「抽

離 -嵌入」模式的定義以及變數的測量方法；第四節介紹本文的實證發現，包括省
組織部長群像的勾勒以及跨時期的比較；第五節對省組織部長「改土歸流」和「精

細培養」的發展趨勢進行討論，分析其原因以及可能產生的問題；最後總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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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省組織部長的選任模式：基於其職能與重要性的
探討

在這一節，我們將基於組織部的職能與省組織部長的重要性，探討省組織部長

的選任模式及可能對其產生影響的因素。首先，我們將分析組織部部長在職能與其

在中共幹部體制中的「管官的官」的角色；其次，我們說明在「下管一級」的制度

之下省組織部長是中央控制地方人事的中介人，這增加了省組織部長這一職務的重

要性；接著，我們從「本地化程度」與「組織培養程度」兩個面向探討省組織部的

選任模式可能的演變趨勢及其影響因素。

一、中共幹部體制中的組織部部長：「管官的官」

中共組織部成立於 1924年 5月中共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其成立
的初衷是為了使中共「有更明顯的組織形式」

2

２以及「指導地方之黨的組織」。
3

３組

織部最初的職能是傳播秘密宣傳品，直到延安時期，組織部的工作重點才轉移到

「調配幹部」之上（許翾 2018, 60-63; 王健英 201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
組織部進一步明確了管幹部、搞黨建兩大工作重點，改革開放後，在「幹部四化」

的背景之下，組織部選人用的職能越來越突出。

現如今，組織部的主要職能包括幹部工作、黨建工作和人才工作，
4

４其中幹部

工作是重中之重，亦是組織部成為實權部門的主要原因。在「選幹部、用幹部」

上，組織部擁有發動任用程序的權力，並承擔著考察幹部、推薦人選的職責。就

「管幹部」而言，組織部負責管理幹部職稱名冊（Nomenklatura）上的幹部以及後
備幹部。

組織部部長是領導幹部人事的管理者，因此組織部部長被稱為「管官的官」，

乃至「官中之官」。事實上，組織部部長擁有的僅僅是管理權，而非決策權，但其

在幹部任用上仍能發揮重要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來自於組織部部長的三個角色：

幹部人事資訊的掌握者、選拔任用工作的統籌者以及最終人選的建議者。我們根據

2019年新修訂版《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繪製了圖 1，以展示組織部在
幹部選拔任用中的影響力。

註２	 出自 1924年《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議決案》（中央檔案館 1989, 243）。
註３	 出自 1925年《對於組織問題之議決案》（中央檔案館 1989, 381）。
註４	 其他職能還包括幹部教育培訓、幹部監督、老幹部工作與公務員工作的統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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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組織部在幹部選拔任用程序中的作用：以廳局級幹部的選任為例

說明： (1)上圖以廳局級幹部的選拔任用為例，常見的廳局級幹部包括地級市市委書記、市長，省廳廳長；(2)

為方便辨識，相關機構中包含省組織部的做加深處理。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 2019年新修訂版《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所制（人民網 2019）。

二、省委組織部部長：中央控制地方人事的中間人

在釐清組織部部長在中共幹部體制中的地位之後，我們轉向本文的研究對

象—中共省委組織部部長。我們認為，省組織部長的重要性不僅在於他是一省之

中領導幹部人事的最高負責人，而且在於他是中央控制地方人事的中間人。

1984年起，組織部的管理權限由「下管兩級」變為「下管一級」。在此之後，
中組部不再負責廳局級幹部的選拔任用，原屬中組部管理的廳局級幹部轉由省委組

織部（以下簡稱：省組織部）管理。圖 2展示了「下管一級」體制下中組部與省組
織部管理的領導幹部範圍。由圖可見，中組部無法直接管理廳局級幹部，而省組織

部的幹部職稱名冊涵蓋了省內大部分重要的領導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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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下管一級」體制下組織部管理的幹部範圍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下管一級」大大擴充了省組織部的權力，並為地方主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一省之內，歸中組部管理的省部級幹部只是金字塔頂端的少數，而歸省組織部管理

的廳局級幹部卻遍布「條條」與「塊塊」。相較於幅員遼闊的中國，一省之內面積

相對較小，人員往來也更加密切，且大多數的領導幹部都是省內成長起來的，領導

幹部之間的網絡關係很容易構建或相互交織，因此一省之內本身就容易形成所謂的

「團團夥夥」。「下管一級」之下「省內人事省內決定」的制度安排使地方有可能

發展成為脫離中央控制的「獨立王國」。

在「獨立王國」的威脅之前，中央若想加強對地方人事的控制，兩個職務的人

選非常重要，一是省委書記，二就是省組織部長。因為前者擁有廳局級幹部人事的

決定權，
5

５後者是廳局級幹部人事的管理者。作為中央控制地方人事的中間人，省

註５	  中共實行的是「集體領導制」，理論上廳局級幹部的選拔任用是由省委常委會共同決定，但因為省
委書記的身分是「同儕中的第一人」，一定程度上擁有拍板定案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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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部長是中央必須慎之又慎的地方幹部職務之一，這也是本文認為省組織部長的

選任模式可以反映央地關係的原因。

三、省組織部長的本地化程度

幹部的本地化程度是中共選任地方官員時應有的考量，本地化程度高的幹

部與任職地聯結密切，容易與本地官員相互勾結，建「圈子」立「山頭」，乃至

於對抗中央—這對「以中央政府為中心的一統體制」是一個嚴重威脅（周雪光 
2017）。從維護中央權威的角度出發，任用「外來幹部」是更穩妥的選擇，這不僅
能夠有效避免本地官員因情勾結、結黨營私，還有利於中央監督地方、督促地方貫

徹中央指令。

事實上，讓外地人出任地方性職務是中國自古就有的吏治之法，古代中國就有

「異地為官」的規定，也曾有「改土歸流」的運動。「異地為官」規定可追溯到東

漢時期規定官員不得在籍貫及姻親相關之地任職的「三互法」，經過發展演變，到

明朝已是「南人官北，北人官南」（胡蕭力 2016）。「改土歸流」則是明朝開始
在少數民族地區實施的將少數民族首領擔任的「土官」替換為朝廷任命的「流官」

的運動，旨在變革「以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土官制度，加強朝廷對少數民族地區的

控制（于建嶸、蔡霞、蔡永飛 2009; 張曉松 2005）。
中共延續了異地為官的吏治傳統，在 1990年代建立了任職迴避制度，並在此

後陸續出臺多個條例將其細化。
6

６任職迴避制度規定，需要實行迴避的對象包括縣

級和地級的黨政機關、重要職能部門領導幹部，要迴避的地區包括籍貫地與成長

地。根據 2019年最新版《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對幹部任職迴避的規
定，組織部長不得在本人籍貫地與成長地擔任縣委、地委組織部部長。

在實踐中，讓外來幹部出任重要職務的情況也相當常見。例如，2000年前後
流行的「張家界模式」就主張直接由上級紀委向下級選派紀委書記，由空降的紀委

書記監督本地人，以避免因情勾結（國際先驅導報 2004）。另一個大規模的起用

註６	  這幾個文件分別是：1995年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
政府 2011, 438-448），1999的《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暫行規定》（中央辦公廳法規室、中央紀委
法規室、中央組織部辦公廳 2001, 249-253），2002年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以
及 2006年的《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規定》與《黨政領導幹部任職迴避暫行規定》（新編中國共產
黨黨內規章實用速查大全編寫組 2013, 210-221, 293-296, 248-249），2011年的《公務員迴避規定（試
行）》以及 2014年和 2019年分別修訂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新華網 2012；人民
網 201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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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的典型事例是 2014年山西省塌方式腐敗之後山西官場的「震後重建」，當
時 300多個落馬的省管幹部的職務，補缺者絕大部分來自中央空降或外省調任（聶
輝華 2015）。

對中共中央而言，任用外來幹部能夠有效地降低「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風險。

相較於本地幹部，外來幹部與任職地的利益聯結薄弱，更容易成為中央的代理人，

而非地方的代言人。從外地調入外來幹部亦有利於稀釋本地勢力，打散本地關係

網。正因如此，任用外地人自古以來就是中央監督與控制地方、防止地方勢力坐大

的手段（周雪光等人 2018; 唐世平 2015）。
然而，官員「異地化」也非萬全之策，讓外來幹部擔任地方性職務可能引出各

類問題，包括壓制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限制官員解決地方性問題的能力（于建

嶸、蔡霞、蔡永飛 2009; 周雪光等人 2018），出現外來官員與本地官員爭權奪勢
乃至相互掐鬥的情景（章奇、劉明興 2016, 53-62; Foster 1997）。因此領導幹部並
非越「異地化」越好，異地化能夠加強中央集權，卻也削弱了地方的治理能力。

此外，就必要性而言，並非所有的職務都有必要由「外來幹部」出任，古往今

來，由外地人出任的多為重要的領導職務。在古代，負責貫徹上級指令的官員皆是

外地人，但處理技術性事務的胥吏就是由土生土長的本地人。當代中國大陸則出現

了「層級分流」的人事流動模式：只有最高級別機構、強勢「條」上的部門的官員

有機會跨行政區域流動，成為「流動的官」，大多數的幹部的職業生涯只局限在所

在縣市，實為「固守的吏」（周雪光 2016）。
如前文所述，省組織部長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職務，從中央控制地方的角度出

發，這理應是一個「異地化」的職務。但省組織部長畢竟是一省之中幹部工作的負

責人，這又要求他具備地方性知識。這種雙重身分對其本地化程度有著截然相反的

要求：要忠誠地貫徹中央意志和監督本地官員，他與任職地的關係越淡越好；要做

到知人善任、量能授官，他應該對本省情況頗為了解。因此，中共任用省組織部長

時必須慎重考慮幹部的本地化程度，在兩者之間進行平衡乃至取捨。

本文認為，省組織部長的本地化程度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中央控制地方

的力度，二是中共幹部制度自身的發展。首先，省組織部長的本地化程度是中央在

加強中央控制和發揮地方能動性之間權衡的結果，實為央地關係的反映。當中央需

要依賴地方政府發揮能動性和創造性時，傾向於給地方更多的裁量權，包括人事任

命權，這時組織部長的本地化程度會較高；而當地方權力過大，出現「獨立王國」

的威脅時，中央會加強對地方的控制，而省組織部長作為央地之間的人事主管，其

本地化程度也會下降，多為外地人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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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省組織部長的本地化程度還與中共幹部制度的發展相關。1978 年改
革開放後，中共先後建立了年齡限制等規定，使幹部體制走向制度化（寇健文 
2010，269-275）。1990年代，中共建立了幹部任職迴避制度，讓區域迴避有法可
循。穩定的幹部管理體制和迴避制度的建立，都為官員異地任職建立了基礎，另一

方面，組織部管理幹部的能力亦有所提高。《金融時報》曾將中組部比喻為一間超

大型企業的人力資源部，其管理的規模甚至比全球員工最多的通用公司都大：全國

約有 60萬的黨政領導幹部，光中管幹部的人數就高達 5000人左右，管理難度不言
而喻（McGregor 2009; 蔡如鵬 2014）。隨著現代化發展，組織部對管幹部的方式
也進行了革新，例如學習跨國公司的管理經驗，採用計算機技術以及幹部檔案信息

化等，組織部管理能力的提升為跨區域調動奠定了基礎（蔡如鵬 2014）。
本文預期，自 1990年代起，組織部長的本土化程度將呈現下降趨勢。這是因

為一方面，1990年代中期開始中央便開始大規模集權，包括加強對省級領導幹部
的管理（鍾開斌 2009; 邱道隆譯，鄭永年著 2013, 8-9; Donaldson 2016），另一方
面，在此期間，幹部管理的相關制度與技術也更加成熟，使異地任職有法可依。

四、省組織部長仕途發展中的組織培養程度

省組織部部長是一個重要崗位，出任這一職務不僅在當下獲得了權力，更是為

今後的仕途發展攢下政治資本。在「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階梯式生涯發展規律

之下，這樣的任職經歷尤為珍貴（寇健文 2010，296-305）。那麼，誰有資格出任
省組織部長這一職務？我們將對省組織部長的仕途發展進行考察。

習近平說過：「好幹部不會自然而然產生，成長為一個好幹部，一靠自身努

力，二靠組織培養。」
7

７對幹部進行有意識的培養是中共幹部管理體制中重要的一

環。當幹部被中共認定為培養對象、進入後備幹部名單，便步入了一條不同於一

般幹部的仕途發展軌跡，不僅有更多的機會被調往重要崗位進行歷練或跨地域的

交流，更有機會在較短的時間內「小步快跑」至更高的職務，擁有更多晉升至高

階職務的機會（袁超 2018; 黃信豪 2013; Kou and Tsai 2014; Pang, Keng, and Zhong 
2018; Tsai and Kou 2015）。

本文認為，隨著時間的發展，中共政治菁英的履歷中組織培養的痕跡將越來越

重，官員的任職經歷變得豐富，原因有以下三點：首先，隨著適齡退休制度、任期

註７	 出自習近平 2013年 6月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新華網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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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與逐級晉升的規範變得剛性，依靠自身的的幹部很可能在晉升至高位前就已經退

休，而被培養的幹部因具有年齡優勢而更有可能升任高階職務。

其次，中共的後備幹部培養體制自身也在發展與完善，這為有效的培養打下

了基礎。1990年代起，中共建立起幹部交流制度，提出省部級領導可以在央地之
間、地區之間、不同部門之間進行交流，為培養幹部奠定了制度基礎（張軍、高遠 
2007）。此外，2000年之後後備幹部制度逐漸條文化，

8

８中共在培養幹部上也積累

了足夠的經驗，形成了一套工作方法（袁超 2018; Kou and Tsai 2014）。2019年版
《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第五十四條明確規定：「經歷單一或者缺少基

層工作經歷的年輕幹部，應當有計劃地派到基層、艱苦邊遠地區和複雜環境工作」

以及「推進地方與部門之間、地區之間、部門之間、黨政機關與國有企事業單位以

及其他社會組織之間的幹部交流」（人民網 2019）。
最後，隨著中共政治菁英的高學歷化，不僅擁有碩博士學位的高級幹部比例越

來越高，而且大多擁有博士的幹部是在完成學業後才開始工作（Li 2016, 119-126, 
136-138）。碩博畢業生不僅可以報考對學歷有高要求的市級、省級乃至中央級別
的公務員職務，還可以透過定向選調的方式被省組織部引進、培養，因此往往擁有

較高的仕途起點，亦容易成為組織培養的對象。此外，倘若幹部是取得碩博士學位

之後才步入政壇，他開始工作時年齡就已經偏大，若要趕在退休年限前晉升到更高

的職務，就更加需要仰賴組織有意識地進行職務調動、壓縮其晉升時間。因此，我

們認為隨著碩博士幹部的增加，中共政治菁英的仕途起點將變高，被組織培養的比

例也將增加。

基於上述考量，本文認為，1992年後省組織部長的仕途起點將逐漸變高，表
現為第一份工作所在層級將上升。此外，省組織部長履歷中「培養」的痕跡亦將逐

漸加重，這可能表現為任職經歷由單一變得豐富，空間的流動亦變得頻繁。

註８	  雖然後備幹部的培養從 1981年「第三梯隊」時期就已開始，但首次以法規的形式對其進行闡述是在
2000年中組部印發《黨政領導班子後備幹部工作暫行規定》，這一規定的具體內容請參閱：《新編中
國共產黨黨內規章實用速查大全》（新編中國共產黨黨內規章實用速查大全編寫組 2013, 25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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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資料來源與操作化

一、資料庫簡介

本文採用 Shih, Shan和 Liu （2010）提出的傳記型編碼方式，
9

９對省組織部長的

履歷資料進行編碼。本文建立了 1992∼2021年中共省組織部長履歷資料庫，資料
庫共收錄 218條「省 -人」資料，其中 24人曾在兩個不同的省分擔任省組織部長
一職，故資料庫實際包含 192人。

10

１

本文以「上任時間」作為判斷該幹部屬於哪個時期的指標，即在 1992年 10月
19日至 2002年 11月 14日上任的屬於「江澤民時期」（以下簡稱：江時期）；在
2002年 11月 15日至 2012年 11月 8日上任的屬於「胡錦濤時期」（以下簡稱：
胡時期）；2012 年 11 月 9 日之後上任的屬於「習近平時期」（以下簡稱：習時
期）。

11

１

本文資料庫的構建分為兩個步驟，首先是獲取省組織部長名單，其次是收集履

歷資料。其中，1992∼2007年的省組織部長的名單來自《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
第七卷：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時期（1976.10∼1997.9）》，1997∼2019年的名單
來自各省的統計年鑑以及人民網的任職公示（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

室、中央檔案館 2000）；省組織部長個人簡歷及任職履歷則是來自中共政治菁英
資料庫（國立政治大學 2012）與百度百科。

二、變數的測量與操作化

（一）個人特徵與仕途梗概

本文收錄的個人特徵變數包括性別、教育程度、上任與離任年齡、上任時的黨

齡與工齡。

註９	  傳記型編碼（biographical coding）是透過對官員履歷進行編碼，將文字轉換為可統計的數字履歷資
料庫，從而對菁英特徵進行量化分析的方法。傳記型編碼的好處在於能夠描繪政治菁英的群像，並

對其進行跨時段的比較研究。

註１	  本文以「省 -人」為單位建立資料庫，是將每一段省組織部長的任職經歷視為一個案例，因此，如
果幹部在兩個省分任職，資料庫收錄的是兩條資料，例如胡昌升先後擔任青海、福建兩省的省組織

部長，資料庫中收錄的是「青海 -胡昌升」、「福建 -胡昌升」兩條資料。
註１	  由於「習近平時期」是現在進行時，因此本文資料庫只收錄了習近平第一個任期（2012.12∼

2017.10）以及習近平第二個任期前三年（2017.10∼2021.2）的省組織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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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在後文集中考察組織部長的任前經歷，但為了描繪其仕途的基本輪

廓，在這一部分，我們亦對其前一份、後一份工作以及卸任後的仕途發展進行編

碼。

前一份、後一份工作的相關變數包括來源、去向與級別。來源分為本省、外

省、中央三類；去向則額外增加「其他」一類，包含腐敗落馬、自殺等情況；前、

後級別分別分為廳級與副省級、副部級與正部級兩類。

此外，我們對這一群體卸任之後仕途的長期發展進行考察。我們對省組織部

長晉升到的最高級別進行編碼，包括副部級、正部級以及副國級三類。需要注意的

是，目前仍有許多人的仕途尚未結束，我們僅能描繪出大致圖景。為求嚴謹，我們

對截至 2021年 1月這些官員的仕途狀態進行編碼，包括已退休、退居二線、仍在
職三類，後文對「任後發展」的討論亦是基於這三種狀態進行。

（二）本地化程度與「抽離-嵌入」模式
本地化程度是本文的關鍵變數，我們將從籍貫與任職時長兩個維度對其進行測

量，並提出「抽離 -嵌入」任職模式作為測量本地化程度的另一指標。首先，我們
建立「是否在籍貫省分任職」的虛擬變數描述任職是否避籍。

其次，我們計算省組織部長在任職省及外地的工作時長，並轉換為該幹部「本

地任職時長占仕途的比重」。例如劉強在出任江西省組織部長前，曾在交通部、中

組部、國資委的任職時長共 34年，在江西省任職時長為 1年，則他「本地任職時
長占仕途的比重」為 1/34 = 2.9%。此外，我們也對省組織部長的任期進行了計算，
即他在省組織部長這一職務的任職時長。

在「本地任職時長占仕途的比重」基礎上，我們定義「本地幹部」與「外來幹

部」的操作化概念：當幹部在任職省分的工作時長大於省外的幹部，我們認定他為

「本地幹部」，反之為「外來幹部」。這是參考了曾慶捷（2015）對「本地幹部」
的定義，他在討論外來幹部對反腐執行力度的影響時，將「本地幹部」操作化為在

省內任職時長長於省外任職時長的幹部。我們認為，記錄時長比僅僅關注上一份工

作更能體現「本地化程度」的內涵。
12

１

註１	  「前一份工作」有時無法準確判斷幹部的性質，例如前浙江省委組織部部長周國富，他的前一份工作
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組織部部長，若根據「前一份工作」判斷，他是「外來幹部」，但新疆的經歷

是他唯一一次出省交流；除此之外，他的仕途經歷全部都在浙江省內，他理應當是屬於浙江的「本

土幹部」，這一例子說明「任職時長」是比「前一份工作」更可靠的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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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定義一種旨在降低官員本地化程度的甄補模式，我們稱之為「抽

離 -嵌入」模式。「抽離 -嵌入」模式指一位幹部始終在 A省工作、升遷，在某一
個時間點突然被調往 B省分擔任組織部長，這種模式需要滿足三個條件：1.在 A
省成長、發跡；2.出任 B省組織部長前，從未離開 A省任職；3.不曾出任 A省的
組織部長。

不同於一般的「異地任職」與「空降」，「抽離 -嵌入」模式不僅能夠將外來
幹部「嵌入」地方政府以達到監督與控制的目的，還具有讓官員脫離長期任職地與

原有關係網的「抽離」意涵，是更加極端的去本地化措施。因此，本文對「是否為

抽離 -嵌入模式」進行編碼，作為省組織部長的本地化程度另一個指標。

（三）仕途起點與組織培養程度

基於省組織部長的任前經歷，我們對其組織培養程度進行測量。首先，我們對

仕途起點所在行政層級進行編碼，類別包括縣級及以下、市、省、中央、高校與國

企。

接著，我們從「跨省分交流」與「地方主政經歷」兩個維度對組織培養程度進

行測量。這是基於下述考量：異地交流制度、後備幹部培養制度與國家公務員制度

均是在 1990年代開始正式建立或完善，在此之後，中共對領導幹部的選拔任用機
制日益規範，對幹部的履歷完整程度也有更高的要求。如前文所述，《黨政領導幹

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明確寫到經歷單一的幹部應當交流。此外，中共格外注重能

夠培養大局觀的「主政一方」經歷（蔡如鵬 2014），故本文將跨省分流動頻率與
地方主政經歷作為測量培養程度的指標。

「跨省分交流」是基於該幹部曾在幾個省分任職的計算，此變數為連續變數。

在「地方主政經歷」的部分，我們則區分了縣與市、黨與政，從而衍生出「是否曾

經擔任縣委書記／縣長／市委書記／市長」四個虛擬變數。

肆、 省組織部長的時代特徵：基於1992∼2021年的實
證觀察

本節將報告我們對 1992∼2021 年 218 位省組織部長履歷進行觀察的實證結
果。首先，我們從個人特徵與仕途梗概兩個面向出發，勾勒省組織部長的群像；接

著，我們開始驗證前文關於省組織部長任職模式的理論，基於三個時期本地化程度

的對比，我們觀察到明顯的「去本地化」趨勢；最後，我們發現省組織部長的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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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越來越高，且跨省分流動的頻率、地方主政經歷的比例均越來越高，呈現出

「精細培養」的趨勢。

一、省組織部長的群像：個人特徵與仕途梗概

表 1報告了江、胡、習時期以及總體的省組織部長的個人特徵與仕途梗概。首
先，值得關注的是年齡、黨齡與工齡，本文資料庫中，省組織部長平均上任年齡為

51.5歲，平均離任年齡為 54.9歲。該群體年齡大多為 50歲出頭，這基本符合中共
培養選拔年輕幹部的需要以及省部級黨政領導班子梯次配備的要求（寇健文 2010, 
270-275），離任年齡也符合副省級幹部 60歲退休的規定。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
時期的組織部長的上任年齡出現了明顯上升，這或許是習近平「不以年齡劃線」用

人觀的反映。
13

１此外，省組織部長的黨齡越來越大，這符合改革開放後中共政治菁

英黨齡上升的趨勢（黃信豪 2010）。幹部任組織部長一職時工齡在胡錦濤上任後
有了明顯的提升，在習時期保持穩定，維持在 32年左右，我們認為這是幹部管理
制度和培養機制走向成熟的結果。

表 1　省組織部長的個人特徵與仕途梗概

變數 江澤民時期 胡錦濤時期 習近平時期 總計

人數 人數 76 70 72 218

個人

特徵

男性（百分比） 81.3% 88.6% 87.5% 85.7%

碩博士學歷（百分比） 45.3% 67.1% 77.8% 63.1%

上任年齡（均值，單位年） 49.9 50.9 53.5 51.5

離任年齡（均值，單位年） 54.3 55.1 55.5 54.9

上任黨齡（均值，單位年） 24.9 28.4 31.0 28.3

上任工齡（均值，單位年） 29.1 32.4 32.3 31.4

註１	  習近平 2013年 6月 28日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40多歲為什麼就不能當鄉鎮主要領導幹
部了？50多歲為什麼就不能當縣市區主要領導幹部了？⋯⋯德才表現好的、群眾口碑好的還是應該
用，不能簡單以年齡劃線，否則會造成多大的人才浪費啊！」（新華網 2013）。

pf134.indd   116 2022/3/16   下午 04:40:46



 改土歸流與精細培養：中共省委組織部部長選任模式演變，1992∼2021　117

變數 江澤民時期 胡錦濤時期 習近平時期 總計

仕途

梗概

前一份工作來源

（百分比）

本省 71.2% 26.5% 18.1% 39.0%

外省 21.9% 41.2% 62.5% 41.8%

中央 6.9% 32.4% 19.4% 19.3%

前一份工作級別

（百分比）

正廳級 68.1% 32.4% 13.9% 38.2%

副部級 31.9% 67.7% 86.1% 61.8%

後一份工作去向

（百分比）

本省 76.4% 34.3% 29.6% 48.5%

外省 9.7% 27.1% 37.0% 23.5%

中央 11.1% 35.7% 29.6% 25.0%

其他 2.8% 2.9% 3.7% 3.1%

後一份工作級別

（百分比）

副部級 91.4% 79.4% 88.4% 88.4%

正部級 8.6% 20.6% 11.6% 11.6%

目前的狀態

（百分比）

已退休 81.3% 47.1% 5.6% 45.2%

退居二線 9.3% 27.1% 9.7% 15.2%

仍在職 9.3% 25.7% 84.7% 39.6%

在之後的仕途發展中，晉升至

正部級（不含人大、政協職務）
-

16.1%

（35人）

在之後的仕途發展中，晉升至

副國級
-

2.7%

（6人）

說明：習近平時期的資料截止至 2021年 2月。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其次，從受教育程度上看，這一群體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96.4%的省組織
部長擁有大學及以上學歷，到了習時期，碩士學歷已經相當普遍，有 77.8%的省
組織部長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這與中共政治菁英整體的高學歷化的趨勢相一致

（Li 2016, 119-126）。
接著，從前一份、後一份工作的級別來看，省組織部長在任職前後獲得晉升的

比例呈現下降趨勢。為了驗證這一結論，我們額外計算「任職前後均是副省級」的

比例，三個時期分別是 34.4%、55.6%與 80.8%。我們認為這是幹部培養體制精細
化的結果，隨著培養體制的完善，中共對於幹部在不同類型崗位上鍛鍊的要求相應

提升，幹部在副省部級職務上輾轉的機率亦隨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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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轉向長久的仕途發展。在已經退休及退二線的 126位省組織部長
中，在卸任後實質晉升到正部級的有 17人，占 13.5%，0人晉升至副國級；而在
仕途尚未結束的 86位曾擔任過省組織部長的官員中，已晉升至正部級的有 18位，
占 20.9%，已晉升至副國級的有 6人，分別是王東明、沈躍躍、陳全國、栗戰書、
蔡奇、李希。

截止目前，違紀被查的共 9人
14

１，其中 3人是在省組織部長任上落馬，其餘 6
人是在之後的仕途中落馬。從他們上任時間來看，江胡習三個時期的省組織部長分

別為 4人、4人、1人。值得注意的是，從立案調查的時間來看，僅 2人（徐國建、
韓桂芝）是在胡時期被查，餘下 7人皆是在習時期落馬。

二、「去本地化」與「脫離-嵌入」模式的興起

在描繪省組織部長群像之後，我們開始驗證前文關於省組織部長任職模式的理

論。透過表 2中三個時期的比較，我們發現中共對省組織部長的選任在過去 30年
呈現出明顯的「去本地化」的特徵：在選人方面，中共越來越防範「本地幹部」，

省組織部長的和任職省分的關聯性越來越低，大幅去本地化的「抽離 -嵌入」任用
模式逐漸興起；在用人方面，習時期出現了省組織部長頻繁更替的情況。接下來，

我們將依次說明這三個變化，並探討變化的原因與意涵。

表 2　省組織部長本地化程度之統計結果

變數 江澤民時期 胡錦濤時期 習近平時期 總計

在籍貫省分任職（百分比） 33.3% 2.9% 0.0% 12.4%

本地任職時長（均值，單位年） 18.3 4.8 0.8 7.8

外地任職時長（均值，單位年） 10.2 27.7 31.8 23.2

本地任職時長占仕途比重（均值，百分比） 62.7% 14.9% 2.3% 26.0%

從未出省任職（百分比） 57.3% 8.6% 0.0% 22.6%

本地幹部（百分比） 63.9% 14.5% 0.0% 26.5%

「抽離 -嵌入」模式（百分比） 9.3% 21.4% 33.3% 21.2%

任期（均值，單位年） 4.1 4.2 2.4 3.7

說明：習近平時期的資料截止至 2021年 2月。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註１	 分別是：徐國健、韓桂芝、秦光榮、魏宏、梁濱、呂錫文、蘇樹林、莫建成 、賀家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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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幹部本地化程度不斷下降

首先，從省組織部的籍貫上看，在江時期，仍有 33.3%的幹部是在籍貫省分
任職，而到了胡、習時期，該比例迅速下降至 2.9%和 0.0%，省組織部長任職迴避
籍貫地已成為常態。

其次，基於省組織部長在本地（任職省分）與外地任職時長的對比，我們發現

省組織部長與任職地的關聯越來越低，本地幹部不斷減少直至完全消失。圖 3展示
了各時期省組織部長在本地的任職時長分布。如圖所示，在江時期，大多數人在本

省任職的時長在 20年以上，胡時期本地任職時長出現了明顯下降，到了習時期，
絕大多數幹部在本地的任職時長在 10年之內。根據我們的統計，在本地任職時長
為 0的省組織部長，在江胡習時期分別是 26.9%、67.7%、79.1%；與之相對，從
未出過省的幹部比例從 57.3%降至 8.6%、0.0%。

圖 3　各年分上任的省委組織部部長在任職省分的任職時長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江澤民時期 胡錦濤時期 習近平時期

上任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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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時長占任前仕途時長的比重再次確認了「去本地化」的趨勢：江時期的省

組織部長在本地任職時長比重為 62.7%，胡習時代為 14.9%與 2.3%；與之相應，
自 1992年以來，省組織部長中的「本地幹部」亦從絕對多數，變成絕對少數，最
終在習時期完全退出歷史舞臺。

（二）「抽離-嵌入」任用模式的興起
透過三個時期的比較，我們發現「抽離 -嵌入」模式在過去 30年間日漸流行。

「抽離 -嵌入」任用模式可以概括為：始終在一省任職，當仕途發展到一定階段即
被調往外省任省組織部長一職。這種模式可以用陸治原的仕途軌跡加以說明：

陸治原，習近平時期的遼寧省組織部長。陸治原是陝西省土生土長的幹

部，從政起點是在西安市財政局，一路升至陝西省政府副省長。他的第

一份省外工作就是 2018年調往遼寧任省組織部長。

本文發現，「抽離 -嵌入」模式在過去 30年間逐漸增多：從江時期的 9.3%，
上升至胡、習時期的 21.4%及 33.3%，這意味著十八大後上任的省組織部長，每 3
人中便有 1人是以「抽離 -嵌入」模式出任省組織部長，這些幹部被調離仕途的起
源地與發跡地，前往一個完全陌生的省分擔任省組織部長。

我們認為，「抽離 - 嵌入」模式是一種極端的去本地化的手段，因為它使 A
省的「土官」搖身一變成為 B省的「流官」，既切斷了幹部與 A省的關聯，又讓
B省迎來一位與當地毫無瓜葛的幹部。這種模式的流行說明當前中共在「加強中央
控制」與「強化地方治理」的天秤上完全傾斜至加強控制的一端，最大程度降低幹

部與任職地的關聯成為省組織部長任用時的關鍵考量。

（三）習時期頻繁調動成為常態

我們發現習近平時期（截至 2021年 1月），省組織部長的任期出現明顯下降
趨勢，頻繁調動成為常態，圖 4的散點圖直觀地呈現了這一變化。江澤民時期與胡
錦濤時期省組織部長的任期平均數均為 4.1年左右，標準差約為 1.9，分布較分散。
但到了習近平時期，任期平均數為 2.4年，標準差也縮小為 1.2，任期明顯縮短，
分布也變得更加集中，大多數人的任期都很短。

15

１

註１	  因習近平時期尚未結束，且本文行文之時仍有 27位省組織部長還在任，因此無法得出習時期任期已
經大幅度縮短的結論。感謝審查人指正。若將 27位還在職務上的省組織部長的任期賦值為 5年（《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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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各年分上任的省委組織部部長的任期分布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中共對黨政領導幹部的任期的規定可概括為「不能過長，不宜過短」。相較於

對於任期上限明確的規定，
16

１中共對於任期下限的規定相對模糊，僅僅規定「應當

保持穩定⋯⋯應當任滿一個任期（5年）」
17

１。而事實上，中國的領導幹部多數沒有

做滿一個任期，正省級領導幹部大多在 4年左右（耿曙、龐保慶、鐘靈娜 2016）。

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規定領導幹部應當任滿一個任期，即 5年。）習時期任期的均值將
變為 3.3年，依然與江、胡時期的 4.1年有顯著差異，特此補充這一數據，以供讀者參考。《黨政領
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關於任期的詳細規定請參閱：《新編中國共產黨黨內規章實用速查大全》

（新編中國共產黨黨內規章實用速查大全編寫組 2013, 242-243）。
註１	  中共黨政領導職務每個任期為 5年，2006年發布的《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對任期的

上限做了明確規定：「在同一職位上連續任職達到兩個任期，不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擔任同一職

務」。任期規定的參考資料同上條腳註。

註１	  《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規定：「黨政領導幹部在任期內應當保持穩定。除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應當任滿一個任期」。任期規定的參考資料同上條腳註。

江澤民時期 胡錦濤時期 習近平時期

上任年分

1990                                     2000                                      2010                                      2020

 10

 8

 6

 4

 2

 0

任
期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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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習時期目前任期均值僅為 2.4年，這不僅與文件提倡的 5年任期相差甚遠，
也與江、胡時期的 4.1年有不小差距。我們認為，同「抽離 -嵌入」任職模式類似，
縮短任期同樣是去本地化的手段之一：「抽離 -嵌入」任職模式斬斷省組織部長與
任職地的聯繫，縮短任期則是防範幹部與新任職地建立起關係；一方面，「任期彈

性，隨時遷調」有利於中央控制地方官員（耿曙、龐保慶、鐘靈娜 2016），另一
方面，任期縮短預防了幹部新一輪的「本地化」。由此可見，習近平時代中央對地

方的控制的程度到達了新的高度。

（四）解讀「改土歸流」趨勢：原因與意涵

透過不同時期的比較，我們發現省組織部長的本地化程度不斷降低，我們將這

一變化稱為新時期的「改土歸流」。我們認為省組織部長「改土歸流」的原因有兩

點，一是中央加強了對地方的控制，二是中共幹部管理制度逐步完善。首先，從中

央集權的角度出發，「改土歸流」與中央集權的趨勢相一致。從 1990年代中，為
扭轉中央權力嚴重弱化並遏制地方主義，中央便開始大規模集權（鍾開斌 2009; 邱
道隆譯，鄭永年著 2013,8-9; Donaldson 2016），這種集權的手段之一便是加強對
省級領導幹部的管理（楊光斌 2007）。

其次，從中共幹部管理制度的發展來看，1990年代建立的任職迴避制度規定
重要崗位的領導幹部需避開籍貫地、成長地任職，這使「改土歸流」有法可依，此

外，中組部管理幹部方式的現代化也使跨區域調動以及「幹部工作一盤棋」成為可

能。

值得注意的是，習時期「改土歸流」規模與力度再度加強，這表現為「抽離 -
嵌入」甄補模式被更廣泛地運用，以及出現了胡時期所沒有的任期縮短的現象。我

們認為這是十八大之後央地關係「重新集權化」（recentralization）的表現，由於
習近平上臺時面臨的是地方分權體制的弊端全面激化的局面，因此他開始了比以往

更激烈的中央集權（Donaldson 2016; Kostka and Nahm 2017）。中央集權的手段包
括削弱地方政府的決策權、用自上而下的政策取代原屬於地方政府的決策；從嚴

管理地方官員，用降職、開除黨籍乃至被起訴的威脅迫使地方官員服從中央；以

及透過反腐運動打擊不服從中央的幹部（Ahlers and Stepan 2016; Donaldson 2016; 
Heilmann 2016; Heilmann 2018, 203-206; Lee 2017）。本文發現的「改土歸流」亦
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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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細培養」趨勢：基於仕途起點、跨省流動與地方主政經歷的觀察

透過比較江、胡、習時期的省組織部長的任前經歷，我們發現省組織部長呈現

出「精細培養」的趨勢。這體現在省組織部長仕途起點變高，與此同時，其任職經

歷變得豐富，跨省流動與地方主政經歷的比例均有所增加。

首先，我們關注省組織部長的仕途起點。表 3報告了三個時期省組織部長的
第一份工作所在層級，其中有三個現象值得關注。第一，來自基層的幹部逐漸變

少，江時期有 35.4%的幹部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縣級及縣級以下，到了習時期僅剩
15.5%；第二，首份工作是在中央任職的幹部從胡時期就有了明顯的提升，從原有
的 3.1%躍至 20.9%，這意味著省組織部長的仕途起點越來越高；第三，來自高校
的省組織部長越來越多，而來自國企的省組織部長比例越來越少。總體而言，省組

織部長的仕途起點越來越高，我們認為，這是適齡退休規定下官員和時間賽跑的結

果，也與中共幹部高學歷化相關。

表 3　省組織部長第一份工作所在層級（單位：人）

　 縣級及以下 市級 省級 中央 高校（大學） 國企

江澤民時期
23

(35.4%)

19

(29.2%)

4

(6.2%)

2

(3.1%)

4

(6.2%)

13

(20%)

胡錦濤時期
14

(20.9%)

12

(17.9%)

6

(9%)

14

(20.9%)

12

(17.9%)

9

(13.4%)

習近平時期
11

(15.5%)

9

(12.7%)

7

(9.9%)

18

(25.4%)

18

(25.4%)

8

(11.3%)

說明：表格中數值為人數，括號中數值為此項人數占該時期幹部的百分比。

來源：作者自製。

其次，我們發現曾跨省任職的省組織部長比例越來越高，這體現在省組織部

長平均任職省分數量逐漸增多。根據本文對「任職前曾在幾個省分任職」的統計結

果，江、胡、習時期省組織部長任前涉及的省分的均值分別為 1.5、2.4、2.8。我
們認為這是中共的幹部培養機制與異地交流制度的完善相關，也一定程度與前文所

述的「去本地化」趨勢相關—江時期大多任用土生土長的幹部，跨省分任職的頻

率自然很低；反之，胡、習時期多用外地幹部，這些外來幹部任職過的省分必然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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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統計省組織部長的地方主政經歷。表 4報告了不同時期在縣／市、
黨／政一把手經歷的幹部的人數與比例，我們發現習時期的省組織部長中擁有地方

主政經歷的比例有了不小的提升。我們認為，一方面，豐富的任職經歷既是中共選

人的考量之一，也是中共刻意培養的結果；另一方面，省組織部長一職既是需要慎

重選人的職位，也是適合「鍛鍊」的崗位，因此這一群體擁有相對多樣的任職經歷。

表 4　擁有地方主政經歷的省組織部長（單位：人）

縣長

任職經歷

縣委書記

任職經歷

市長

任職經歷

市委書記

任職經歷

江澤民時期
7

(9.3%)

19

(25.3%)

15

(20.0%)

24

(32.0%)

胡錦濤時期
6

(8.6%)

16

(22.9%)

17

(24.3%)

22

(31.4%)

習近平時期
13

(18.1%)

15

(20.8%)

27

(37.5%)

31

(43.1%)

說明：表格中數值為人數，括號中數值為此項人數占該時期幹部的百分比。

來源：作者自製。

伍、討論：省組織部長選任模式的變化

透過江、胡、習三個時期的比較，我們發現省組織部長呈現「改土歸流」與

「精細培養」趨勢。這兩個趨勢並駕齊驅，從不同的維度勾勒了省組織部長選任模

式的演變：「改土歸流」基於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消長，描繪的是中共越來越多

起用外來幹部擔任本地關鍵職務；「精細培養」則聚焦中共政治菁英個人的仕途發

展歷程，展現的是組織培養在高級幹部的「養成」上扮演越來越重的角色。

上一節中，我們運用統計結果呈現了上述趨勢，並對其原因進行了討論。在這

一節，我們將進一步探討兩種趨勢對中共體制的影響。

一、改土歸流：省組織部長的「去本地化」

本文發現，1992∼2021年省組織部長的任用模式呈現明顯的去本地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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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為幹部本地化程度下降、「抽離 -嵌入」模式的興起以及習時期任期的縮短，
我們將這種趨勢稱為「改土歸流」。我們認為，「改土歸流」是中共進行中央集權

的手段，目的在於將地方的代言人替換為中央的代理人。

「改土歸流」會帶來什麼問題？我們認為「改土歸流」固然加強了中央的集

權，但也會產生地方治理的問題。周雪光（2016）曾指出中國國家治理中存在一
統體制與有效治理之間的深刻矛盾，中央管轄權的加強必然會削弱地方治理權，進

而減弱治理能力；「改土歸流」便是如此，外地幹部因缺少地方性知識和當地民眾

的信任，在解決地方性問題上存在天然弱勢，可能對地方性發展產生負面影響（于

建嶸 , 蔡霞、蔡永飛 2009; 周雪光等人 2018; 胡蕭力 2016）。具體到省組織部長一
職，作為一個管幹部、用幹部的職能部門領導，省組織部長最起碼要了解當地的幹

部結構與政治生態，才能做到知人善任。「改土歸流」下，省組織部長對任職地所

知甚少，一方面不利於選人用人，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信息不對稱而無法掌控組織人

事事務，無法發揮其監督地方的作用。

在地方治理的問題之外，「改土歸流」還可能造成本地幹部與外來幹部的衝

突。這類衝突最典型的例子當屬建國初期浙江本土游擊隊幹部與外來南下幹部的衝

突。彼時，雙方為了有限的資源和職位產生競爭與摩擦，本地幹部被排擠至權力的

邊緣，這種對立的極端表現就是 1957年本地幹部沙文漢、楊思一被南下幹部江華
打成右派、反黨集團，遭到清洗（章奇、劉明興 2016，53-62; Foster 1997）。即
使在現在，外地幹部仍然會排擠本地幹部晉升通道，本地幹部對空降幹部心存芥蒂

和不服氣的現象也屢見不鮮，這些都可能給省組織部長的工作帶來阻礙（楊雪冬 
2012）。

本文觀察到習近平時期「改土歸流」力道只增不減，大量任用外來幹部可能

加劇本地幹部與外來幹部的衝突。目前有學者觀察到習近平時期，中共為推進扶貧

工作，會從上級政府下派駐村幹部到基層，以確保國家政策在基層得以實行。這些

下派的第一書記的作為往往會破壞原有村幹部的既得利益，從而受到當地幹部的阻

撓，產生衝突和鬥爭（Liao, Tsai, and Lin 2020）。省組織部長管理的是一省之中的
重要職務，其中必然涉及各方角力與利益糾葛。外來幹部如何在維護中央利益的前

提下與本地幹部共處並有效開展工作，這是習時期的「流官」將面臨的考驗。

二、精細培養：省組織部長的高起點與任職經歷豐富化

透過對省組織部長任職前後的仕途經歷的編碼與統計，我們發現，在過去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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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省組織部長呈現出「精細培養」趨勢：一方面，中共政治菁英的仕途起點變

得更高，第一份工作在省級、中央機構任職的省組織部長自胡時期起就明顯增加；

另一方面，幹部異地交流的比重上升以及主政一方經歷的增加，後者又以曾經擔任

縣長、市長、市委書記職務的增加最明顯。

本文認為，「精細培養」中共政治菁英選拔與培養機制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從社會流動理論上看，「精細培養」呈現了「贊助式流動」特徵。
18

１「贊助式流動」

理論認為「個人的職業發展取決於「早期挑選」，組織會對屬意接班人進行培

養，這些進入培養計畫的人將走上有別於其他人的晉升通道（黃信豪 2013; Turner 
1960）。目前已有學者發現中共政治菁英流動呈現出「贊助式流動」的特性：越早
入黨者，越有可能獲得晉升，被培養或贊助者，會進入有別於常規賽道的晉升軌道

（黃信豪 2013; Li and Walder 2001; Pang, Keng, and Zhong 2018）。
本文的貢獻在於，不同於大部分文獻以晉升為因變數、探索贊助與晉升的

關係，本文關注的是中共菁英選拔與培養機制在時間維度的發展與演變。在對

1992∼2021年省組織部長履歷編碼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同樣是副部級官員，相
較於江時期的省組織部長，胡、習時期的幹部的履歷明顯變得豐富，跨省交流、地

方主政經歷的統計結果亦證明了這點。因此，我們認為，正如「贊助式流動」理論

所言，早期挑選與刻意培養在中共政治菁英的仕途發展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並

且隨著高級幹部仕途起點的上升，「黨的培養」對於幹部晉升到高級職務的影響將

越來越大。

本文另一個發現是在過去 30年間，「高起點」的幹部日益增多，他們具有高
學歷，仕途起點在省級乃至中央機構，且很有可能系透過組織的培養豐富自身履

歷。這與「低起點」的幹部形成鮮明的對比，起點較低的幹部的起點在鄉鎮或縣級

單位，一步步向上晉升，依靠自身積累資歷，這類幹部在江澤民時期相當普遍，但

在習時期已經成為少數。起點高的幹部可能有滿腹才學，卻無實戰之驗，也與中共

「從群眾中來」的群眾路線有所背離，如何透過掛職、鍛鍊讓這些幹部「從群眾中

來，到群眾中去」，而非「鍍金」、「走讀」，是幹部培養機制面臨的挑戰。

最後，我們還發現了習近平時期省組織部長獨有的一些特徵，我們認為這與習

近平具有個人特色的用人觀有關。我們發現，十八大之後省組織部長平均上任年齡

增大，由江胡時期的 50歲左右，上升為 53.1歲，我們認為這與習近平反復強調的

註１	  與「贊助式流動」相對的是「競爭式流動」。「競爭式流動」認為競爭是全面開放的，各個階段仕
途發展是獨立而非連續的。關於對這兩種社會流動理論的歸納與梳理，可參見黃信豪（2013）。

pf134.indd   126 2022/3/16   下午 04:40:48



 改土歸流與精細培養：中共省委組織部部長選任模式演變，1992∼2021　127

「不以年齡劃線」有關。此外，我們還發現習時期第一份工作是在高校的省組織部

長明顯增加，有 25.4%的省組織部長的首份工作是在大學任職。我們認為這與習
近平強調要從更廣泛幹部群體中選人的「五湖四海」用人理念相關。

19

１

陸、結論

中共省委組織部部長在幹部制度和央地關係中均扮演著重要角色，但這一群

體尚未引起學界的關注。本文以中共省委組織部長為研究對象，並建立了 1992∼
2021年跨越江、胡、習時期的省組織部長資料庫，以描述並比較不同時期省組織
部長的選任模式。

本文發現，近 30年間，省組織部長呈現「改土歸流」與「精細培養」的特徵。
「改土歸流」指自本省成長起來的「土官」逐漸被中央下派或外省調入的「流官」

所替代，本土幹部凋零，外來幹部興起。我們還發現「改土歸流」手段的「抽離 -
嵌入」任用模式日漸流行。「改土歸流」能夠透過任用外來幹部稀釋本地勢力，亦

有利於中央透過下派的代理人監督地方、貫徹中央指令，是加強中央權威的有效手

段。但這種集權將削弱地方治理的能力，且大規模地起用外地人可能會激發本地幹

部與外來幹部的矛盾，如何在「中央集權」與「地方治理」天秤中取得新的平衡是

中共必須面對的課題。

「精細培養」指省組織部長的履歷中組織培養痕跡增加，這表現為仕途起點

變高與任職經歷豐富化並行。我們認為這與中共幹部培養制度的完善息息相關，也

是中共政治菁英高學歷化的必然結果。高學歷、高起點的幹部容易進入後備幹部名

單，透過黨的培養實現「小步快跑」、積累年齡優勢。在剛性的適齡退休制度面

前，年齡優勢便意味著更有可能晉升至高位，中共高級幹部起點越來越高、培養痕

跡越來越重也就不足為奇。中共向來強調群眾路線，選任幹部時也重視基層工作經

驗，但從本文省組織部長「精細培養」的趨勢來看，從基層成長起來的幹部難以出

頭已是事實。

中共省委組織部長既是一省之中領導幹部人事的最高負責人，也是「下管一

級」下中央控制地方人事的中間人，還是副省級的中共政治菁英，亦有可能是政壇

註１	  習近平（2018）在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除了黨政機關，還要注重從國有企業、高等學
校、科研院所等各個領域各條戰線選拔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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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日之星，
20

２無論是在中共政治菁英研究傳統中，還是在中共幹部制度以及央地

關係的研究脈絡之中，都值得擁有一席之地。本文對這一群體進行考察，介紹了省

組織部長的職能與重要性，並對省組織部長任用模式進行了實證考察。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地方官員的一個子群體，而非隨機抽樣的結果，故本文的實

證發現不能推論到整個地方官員群體。但本文認為，既然「改土歸流」旨在強化中

央集權、打擊地方勢力，那麼這一趨勢應當適用於其他地方要員；而「精細培養」

作為中共幹部培養體制完善與幹部高學歷化的結果，應當體現在所有的中共高級幹

部身上，這些假設有待進一步的驗證。此外，雖然本文對其仕途經歷進行了分析，

但未能總結歸納出幾類升遷路徑，對其進行類型學的歸納，也缺少對跨系統調動的

考察，這是本文遺憾之處。此外，本文沒有進行組織部及其他中共職能部門的比較

研究，例如比較省組織部長與省統戰部長的任用模式的異同，這類的橫向比較無疑

將有益於我們了解中共內部管理和外部治理的邏輯。上述缺憾皆有待後續的研究補

充。

*　　*　　*

（收件：110年 3月 16日，接受：110年 10月 25日）

註２	  根據本文統計，目前有 6位曾在 1992∼2021年期間擔任過省組織部長的幹部已經晉升至副國級，分
別是王東明、沈躍躍、陳全國、栗戰書、蔡奇、李希。此外，王安順、樓陽生、車俊、王國生、石

泰峰、胡和平也在本文的資料庫中。

pf134.indd   128 2022/3/16   下午 04:40:48



 改土歸流與精細培養：中共省委組織部部長選任模式演變，1992∼2021　129

Delocalization and Well-Nurtured: The 

Evolution of the Recruitment of the Head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CP Provincial Committee, 1992~2021

Zi-ran Liang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head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CP Provincial 
Committe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oth the cadre system and at the central-
local government relationship. However, this group has not sufficiently been 
studied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pattern of recruitment 
of the head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CP Provincial Committee, 
clarifying the importance of this position and discussing the tendency towards 
“delocalization” and “well- nurtured” .

Based on the biographical database of 218 heads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CP Provincial Committee from 1992 to 2021, we found that 
the provincial organization ministers have shown a trend of “delocalization” and 
“well- nurtured” in the past 30 years.

To clarify, “delocaliz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reduction of local cadres. 
Additionally, we have also discovered a special recruitment model, that is, 
a cadre who always holds a post in one province is suddenly transferred to 
another province to serve as the head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which 
is called the “detach-embed” model. Lastly, “well-nurtured” refer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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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mes of the organizations richer. For one part,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 of 
the organization where their first worked became higher. For another part, 
their ruling experience and trans-provincial exchanges both have increased. 
We believe that “delocaliz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dre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reinforcement of central leadership. “Well-nurtured” 
is the outcome of the CCP’s cadre training system and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the CCP’s political elites.

Keywords: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CP, The Head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Political Elites of the CCP, Local 
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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